
8 月 26 日，微信公号“正当石” 

如果真要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台湾应该谈什么？ 

编者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在正当石平台讨论越来越深入，每天都能收到来自两岸读者的来信

来稿。昨天，很高兴收到来自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其泽博士的来稿，该文就“一国两制台湾

方案”的内容较以前读者提出了更加系统、全面的意见和建议。正当石刊发此文并不意味着完全赞

同与接受文中的观点。两制方案的具体内容究竟如何，取决于未来两岸协商谈判的结果。但是，

李其泽博士敢于就统一向大陆提出“两制方案”台湾方面诉求的做法，应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1 月 2 日重要讲话中指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一国两制”的提出，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一国两制”在台

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

湾同胞利益和感情。 

 

刊发李其泽博士的来稿，就是听取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的一个探索。也希望今后有更多台湾同胞

像李博士一样表达更多的诉求,让这样的讨论持续深入，使得两制方案更多更充分体现台湾民众的

意愿。 

今天刊发李其泽博士来稿，这是两岸读者来信之十一。 

 

 

兩制方案，台灣該要求什麼？ 

在台灣，「一國兩制」幾乎是一個無法平靜討論的名詞。香港曾经的教训留下的疑慮，使許多台灣

人民直覺認定：只要碰這個概念，就等於接受北京開出的全部條件。 

但制度研究不能停在贊成或反對。2019年，習近平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並表示願意吸收

兩岸各界意見、照顧台灣同胞利益與感情。既然北京自己發出了探索的邀請，那就不妨認真接

招，做一次真正的制度推演。 

本文要進行的，是一項條件式壓力測試：假如兩岸進行和談，且已經接受「一個中國、由中央統

一行使國家主權」的前提，台灣究竟應該提出哪些要求，才能最大限度保存民選政府、司法終

審、基本權利、財經制度與自我保護能力？北京又可能讓步到什麼情況？ 

本文不會簡單認知台灣人民接受「一國兩制」，也不是假定台灣社會對此已有共識。它檢驗的是一

件更根本的事：如果北京連讓台灣最大限度的自治保障都不願意，那麼這套方案對台灣而言，就

不具有可信度。反之，如果北京願意，兩岸的討論才有真正的起點。相關重點與細節分析如下： 

主權與治權，必須分開談 

接受「一國兩制」架構，意味台灣不能再主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的主

權國家」，也不能要求兩個聯合國席位、外國駐軍、軍事同盟或單方面退出中國的權利。這些都超

出北京的一個中國底線，列上去只是自欺。 



然而，國家主權歸一，不等於治理權力歸中央。台灣的選舉、立法、司法、財政、貨幣、教育、

媒體、治安與社會制度，並不因主權歸屬而必須交由北京直接控制。 

「一國」處理的是國家歸屬、正式外交與整體國防；「兩制」處理的是台灣人民如何生活、由誰治

理，以及中央能不能任意改變台灣制度。兩者一旦混為一談，「兩制」就名存實亡。 

因此，台灣可以提出的最高制度要求應是： 

一國一主權、兩制兩法域；中央權限正面列舉，未列舉權力歸台灣行使；台灣保有民主、司法在

台終審、地方擁有防衛能力；任何減損自治的改變，都必須取得台灣人民同意。 

這不是邦聯，不是兩個中國，而是在一個國家主權之下，建立兩套高度區隔、各自完整的治理秩

序。「正面列舉」四個字尤其關鍵：中央權力必須逐項寫明，寫不進清單的，就留在台灣——這是

防止北京權力無限擴張的第一道閘門。 

北京歷史上開過什麼條件？ 

北京歷史上對台提出的自治條件，其實比許多人的印象更寬鬆——但版本之間的落差，本身就是

必須正視的訊號。 

1993年《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是歷來最具體的高自治版本：統一後台灣可擁有行政

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與終審權；黨、政、軍、經、財事務自行管理；可以保有自己的軍

隊；大陸不派軍隊、不派行政人員駐台；台灣並享有一定外事權，可與外國簽訂商務、文化協

定。 

2000年的白皮書進一步表示，台灣實行「一國兩制」的內容，可以比香港、澳門更為寬鬆。 

2019年，習近平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表示具體形式會考慮台灣現實、吸收兩岸意見，但

同時加上確保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前提。 

2022年白皮書重申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社會制度、兩制長期共存，卻更清楚強調「兩制」

從屬並派生於「一國」。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明列的保有軍隊、大陸不駐軍、司法終審、黨政

軍經財自行管理等內容，2022年並未逐項重申。 

這不能直接解讀為北京已正式撤回早期承諾，但也不能把 1993年的最高水位，當成北京今天已經

確定的報價。台灣正確的談判策略只有一條：要求北京把歷史上曾經白紙黑字提出的條件重新確

認，並轉化為可以執行、可以救濟、難以單方面改變的法律條款。說過的話願不願意再說一次、

願不願意寫進法律，本身就是最好的誠意測試。 

六組權力，是談判的真正核心 

國號與旗幟具有尊嚴與歷史意義，但以北京可能接受的範圍衡量，「中華民國」繼續作為另一個主

權國號存在，肯定不可能成交。台灣可以爭取特殊名稱、旗幟、紀年與節日在過渡期保留，或轉

化為地方歷史與區域象徵。 

真正的談判籌碼，應集中在決定人民生活的六組權力上。 



第一，民主制度不能被變更 

台灣行政首長、立法機關與地方首長，必須繼續由台灣居民直接選舉產生；多黨競爭、政黨輪替

與反對黨的存在，應完整保留。 

北京可能要求公職人員效忠國家與自治憲制。但「愛國者」的認定不能交給政治機關自由裁量—

—只有參與暴力分裂、間諜活動或接受外國軍事指揮等具體行為，才能構成取消資格的理由，且

必須由台灣法院依法審判。 

中央可以保留形式上的確認程序，卻不能把確認權變成推翻台灣選舉結果的否決權。否則選舉只

剩儀式，民主並未真正保存。 

第二，司法必須在台終審 

1993年白皮書已承諾台灣擁有獨立司法權與終審權。據此，台灣應要求：發生在台灣的案件，原

則上一律由台灣法院審理並終結；不得將居民移送大陸，大陸公安、國安與檢察機關也不得在台

自行逮捕、搜索、偵查。 

國家安全法律可以存在，但關鍵在四個問題：由誰立法、誰偵查、誰審判、如何界定犯罪。台灣

應自行制定適用於台灣的國安法律：罪名明確、不溯及既往、必須證明行為具有重大實害。和平

政治言論、新聞報導、學術研究與正常選舉活動，不得被輕易認定成分裂國家犯罪。而統一前的

國家認同、政治主張與一般軍政服務人員，應納入政治和解與赦免，不應在制度轉換後清算。 

第三，基本權利必須設定「不得倒退」的地板 

台灣現有的言論、新聞、出版、網路、學術、宗教、集會、結社、隱私、勞動、性別、家庭、原

住民族及財產權，應以統一生效日的保障程度作為最低標準，只能向上、不得向下。 

這些權利不能只寫成「依法保障」——因為關鍵永遠在於：那部法律由誰制定。更可靠的做法，

是把權利清單直接寫入《台灣基本法》與《台灣自治憲章》，並明定台灣法院可以據此撤銷違法的

行政措施。 

權利若沒有司法救濟，就只是政治宣示；政治宣示的壽命，取決於宣示者的意志。 

第四，前期不駐軍，但台灣保有區域防衛能力 

統一前期的軍事安排是整套方案能否取得台灣信任的樞紐。台灣可以承諾：不加入外國軍事同

盟、不設外國基地、不部署核武與威脅大陸的遠程攻擊武器。相對地，北京必須承諾：解放軍不

在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常設駐軍，大陸行政與國安機關不接管台灣。 

台灣保留由本地編制、預算與指揮的「區域防衛隊」，負責領海、領空、災害救援與本地安全。台

灣部隊不得在未經台灣民主程序同意下被調離台灣，更不被要求先解除武裝、再等待北京履行承

諾。合理的交換公式是：台灣軍力不威脅大陸，大陸軍力也不進入台灣。要求台灣完全裁軍，等

於要求台灣把履約保證全部交給對方的善意——任何理性的談判者都不會接受。 

第五，貨幣、稅收與人口制度不能被吸收 



人民對制度改變最直接的感受，往往不在國號，而在貨幣、房屋、工作、稅收、醫療、教育與人

口流動。 

台灣應完整保留：新台幣與中央銀行、外匯存底、獨立稅制與預算、單獨關稅區、金融監理、土

地制度、健保、年金與社會福利。中央不得直接在台課稅，不得強制人民幣化。 

大陸居民赴台定居、取得戶籍、購買土地及取得投票資格，必須由台灣法律與配額制度管理。否

則，即使選舉制度一字不改，人口與資本流動也可能在一個世代內改寫台灣的社會結構。這是比

修法更安靜、也更難逆轉的制度變更。 

財經自治不能只有資本自由，還必須包括台灣控制人口、土地、資料與公共資源的能力。 

第六，外交可以歸一，國際功能不能歸零 

接受一個中國，意味正式外交承認與國家代表權由北京統一行使。但這不等於台灣必須與世界斷

線。 

台灣應保留海外經貿文化辦事處、旅行證件與既有免簽安排；可自行簽署經貿、航空、航運、科

技、文化與司法協助等功能性協議；維持WTO、APEC、奧運等非主權形式的參與。涉及公共衛

生、飛航安全的WHO、ICAO等組織，則以觀察員、地區代表團或中國代表團內台灣分團的方式

實質參與。 

2022年白皮書其實已表示：統一後外國可繼續與台灣發展經濟、文化關係，經中央批准可在台設

立領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國際組織可設立辦事處。台灣真正要爭的，是把「中央批准」

從「個案恩准」改為具有明確條件與期限的「制度程序」。 

最難的，是讓北京不能反悔 

一份契約，如果由其中一方同時掌握修約權、解釋權與違約裁判權，那麼條文寫得再漂亮，也只

是一份可以隨時單方面改寫的承諾。 

這正是「一國兩制」最深的結構性難題——即制度研究所說的「可信承諾困境」：不是對方現在給

多少，而是對方將來能不能收回。 

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制定；全國人大是最高國

家權力機關，人大常委會掌握法律解釋權。香港《基本法》同樣由人大常委會保有最終解釋權、

由全國人大保有修改權。 

因此，在現行中國憲制下，任何人都無法誠實保證：未來的全國人大在法律上「永遠不能」改變

台灣制度。台灣能爭取的最強保障，是把北京的單方面變更變得「困難、緩慢、公開，且必須付

出明確的政治與制度代價」。 

把政治承諾變成四道法律鎖 

第一道鎖：兩岸共同簽署《和平統一與台灣高度自治協議》，完整列明中央權限、台灣權限、權利

保障、軍事安排與履約程序。讓承諾有一份雙方共同署名的文本，而不是單方文告。 



第二道鎖：在中國憲法增設台灣專章，使台灣的特殊地位直接取得憲法位階，而非僅來自普通法

律授權。 

第三道鎖：由全國人大制定《台灣基本法》，附上中央專屬權限清單、在台適用的全國性法律清

單，以及軍事與行政過渡時間表。一般法律或行政命令不得默示變更這些內容。 

第四道鎖：由台灣制定《自治憲章》，承接現行民主、司法與權利制度，並經台灣人民投票通過。 

在此之上，設定一條總則：凡減損民主選舉、司法終審、基本權利、前期不駐軍、財政自治及權

限分配的修改，必須同時經過台灣立法機關絕對多數、台灣居民複決、全國人大批准——三把鑰

匙，缺一不可。 

即使人大常委會保留形式上的最終釋法權，也應受程序約束：事前通知台灣機關、徵詢兩岸等額

組成的基本法委員會、公開法律理由、原則上不溯及既往，且不得以「解釋」之名創設新的中央

權力。實質改變制度者，一律走正式修法與雙重批准程序。 

統一不能一步到位，必須分階段交換履約 

台灣不可能接受在第一天就完成不可逆的權力移轉，然後等待北京日後兌現承諾——這在談判理

論上叫「先繳械、後議和」。 

更合理的順序是：北京先停止軍事脅迫、完成政治和解、制定權利保障、確認前期不駐軍與不派

行政人員；經共同查核後，台灣才逐步移轉雙方約定的國家權限。 

一旦發生重大違約：先發違約通知，設六十至九十日改正期，由兩岸設置的等額履約委員會查

核；未完成的下一階段自動暫停，已受影響的行政安排予以回復，必要時賠償並重新談判。 

這種「制度回復」不等於台灣可以單方面宣布獨立，而是確保北京履約之前，台灣不必先交出所

有不可逆的防衛與治理能力。《反分裂國家法》第七條本來就承認：兩岸協商可以分步驟、分階段

進行。分階段履約，正是這一條的認真落實。 

哪些要求，根本不必期待北京會接受 

尋找談判上限，就不能開一張沒有邊界的願望清單。 

必須明白，北京不可能接受：兩岸作為兩個主權國家或邦聯成員；台灣保留聯合國席位、正式邦

交、外國駐軍、軍事同盟或單方面退出權。也不會接受由外國政府、聯合國或國際法院擔任統一

協議的最終政治保證人，更難接受台灣法院可撤銷全國人大決定，或台灣對中國全部外交、國

防、國安事務享有永久否決權。 

比較可能的落點是：讓外部專業人士參與選舉、財政或人事權等技術性查核，而不把兩岸政治關

係國際化；讓台灣對「直接減損自身自治」的事項享有實質同意權，而不介入大陸一般內政。總

之，把清單開在可能的邊界上，才是認真的談判，而不是表態。 

台灣這邊，也不是政府簽字就能生效 

即使接受本文全部假設前提，台灣現行法律仍設有一道不可繞過的門檻。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之三明定：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毀

棄或變更，不得作為一般政治議題談判及協議的項目。 

這意味任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都不能只由行政部門簽署，更不能在資訊不透明或軍事脅迫下

完成。它必須先取得憲法層級的談判授權，完整公開協議內容，再經立法機關絕對多數與台灣人

民自由、知情的投票確認。 

台灣居民的投票，批准的是「已經談妥的具體方案」；北京則由全國人大完成國家層級批准。這是

雙重民主確認——把台灣人民排除在自己命運的決定之外的任何安排，都不具正當性，更不具穩

定性。 

結語：可信的承諾，才是真正的起點 

規劃和實現「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真正分水嶺，不在北京願不願意說出「高度自治」四個字，

而在北京願不願意接受「限制自己權力的制度」。 

如果「一國」具有憲法強制力，「兩制」卻只能依靠中央善意維持，那麼「一國」就是硬法，「兩

制」只是可以隨時調整的政策。這樣的安排，不可能取得台灣社會的長期信任——香港曾经的教

训已經替所有人上過這一課。 

反過來說，如果北京願意接受：台灣人民民主批准、司法在台終審、解放軍不駐台、台灣保有區

域防衛能力、基本權利不得倒退、中央不得以一般法律或臨時釋法任意改變台灣制度——那麼

「兩制台灣方案」才可能從政治口號，轉化為可以逐條檢驗的制度方案。 

台灣在這種談判中可以接受國家主權歸一，卻不能讓民主、法治與自我保護能力同時歸零。衡量

北京的誠意，不能只看它願意給台灣多少自治，更要看它願不願意約束自己將來強制收回台灣自

治權的能力。 

同樣重要的是，和平不能只是統一完成後的承諾，而必須貫穿談判、批准與履約的全過程。真正

能夠避免戰爭、保障人民並保留差異的和平統一，必然是「以統合致和、以和成統」：先讓制度承

諾可信，政治選擇才可能成立。 

否則，沒有可信承諾的統一不是統合，只是吸納；沒有人民同意的和平，也不能稱為真正的和

平，只是暫時降服。 

                                                            （作者为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 

8月 29日，正当石 

台湾教授回应大陆读者对「两制方案，台湾该谈什么？」一文的质疑 

编者按： 

昨天文章在评论区引发热烈讨论，两岸读者踊跃留言，留言接近千条，创下本号创办以来单日留

言量新高。这些留言中，有的向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李其泽教授表达敬意，有的表示质疑，有的表

达批评。有分歧不要紧，重要的是围绕这个问题“开始谈起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正

如一位台湾读者留言中表示，李教授绝对是好意，摸石过河的抛砖引玉。身为台湾人，从来就没



有看到过，台湾有此真正在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立法方向的文书。即使文中许多观点我也

不是很赞同，但有如此直面的探讨，我个人还是无比乐见，毕竟这是超级深水区的探索，不单单

两岸，是整体民族的事情。 

8 月 19 日，正当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长什么样？在两岸读者来信版开始讨论，短短十天就

收到两岸众多读者来信，今天评论区达到最热烈的程度，这充分说明两岸读者开始讨论两岸统一

的终极问题了。昨天李教授的文章发出不久，中时新闻网就进行了转载，该文很快成为中时新闻

热榜之首。 

针对两岸读者的质疑，李其泽教授写来文章进行回应，今天刊发这篇来稿，这是两岸读者来信之

十二，来信全文如下： 

 

 

 

 

一篇回應，兩岸誤解 

首先感謝版主正當石先生給予本人機會和空間，原文刊登拙文「兩制方案，台灣該要谈什麼？」，

再次感謝版主「海納百川」的包容與胸襟！ 

然原文刊出後，不少讀者從單一制法理、國家安全、民主制度、司法終審、駐軍安排及履約保障

等角度提出批評。 

這些意見中，有些確實指出原文需要修正之處；另一些則恰好揭示，兩岸對「一國兩制」的理解

存在多麼深刻的落差。 

原文绝不是一份要求北京照單全收的最後通牒，更不是把現行中國憲法解釋成聯邦憲法。它所進

行的是一項條件式制度壓力測試：假設台灣接受一個中國主權架構，北京願意提供何種特殊制

度，又願意以多高層級的法律約束自己？ 

平等協商，有給有拿 

2019年，習近平总书记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同時明言：「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

統一。」既然稱為探索，就不能在討論開始以前，把民主、司法、國安、駐軍、財政及履約保障

全部宣布為「沒有什麼可談」。 

否則，那不是共同探索台灣方案，只是要求台灣接受一份已經寫好的中央方案。換言之，兩岸

「平等協商、共議統一」是一個需要時間的談判的過程，「統一談判」不可能一步到位。 

而且，双方的談判在實質內涵上，本就應該「有給有拿」（give and take），相互包容妥協（非簽訂

投降書），最終才可能達成兩岸双贏的「和平統一」。 

以下，本人以精簡的方式，回應讀者諸君幾項重要的質疑和批評： 

自治權來自國家，不等於可以任意收回 



最有力的批評是：中國是單一制國家，特別行政區自治權來自中央授權，原文所說「中央權限正

面列舉，未列舉權力歸台灣」，容易被理解為台灣先擁有原生權力，再把一部分讓渡給中央。 

這項批評說對了一半。原文確實應該說得更精確。依照中國現行憲制，台灣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

治權，必須來自國家憲法及全國人大的授權，不能被表述成台灣擁有與中央並列的原生主權。 

更準確的表述應是：全國人大依據憲法第三十一條及台灣特別憲制，向台灣作概括性的高度自治

授權；中央直接行使的國家事權與在台適用的全國性法律，須由憲法及之後的《台灣基本法》明

文列舉，其他地方治理事項由台灣在授權範圍內自行處理。 

這不是台灣把權力「讓渡」中央，而是中央以國家法律把自治範圍一次說清楚。權力來源在中

央，並不代表授權範圍必須模糊；自治權是國家授予，也不代表中央任何部門都能以行政命令任

意收回。 

進一步說，權限配置可由原文的二分法，改成四張清單：中央專屬事項、台灣自治事項、雙方協

力事項，以及雙方均不得從事的事項。外交、國籍、國家整體防務屬中央；選舉、地方立法、財

政、貨幣、教育及一般司法屬台灣；國安、跨區域犯罪、重大疫情及戰略基礎設施可列為協力事

項；台灣不得推動法理分離或引入外國軍隊，中央則不得繞過基本法任意改變台灣制度。 

權限清單也不是聯邦制的專利。香港《基本法》本身就限定在港適用的全國性法律，並禁止中央

部門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項。比較憲法上，義大利一面在憲法中宣示國家統一不可分，一面把

未保留給國家的立法事項交由區域行使；英國對蘇格蘭同樣採取中央保留事項清單。可見清單是

配置治理權的技術，不能認為是地方另有國家主權。 

本文方案不是邦聯，因為它排除了台灣的正式外交、聯合國席位、外國駐軍、單方面退出及獨立

對外用兵權；但它確實借用了某些聯邦制與不對稱自治中「限制單方面變更」的保障技術。這一

點不必迴避。 

北京是否願意為和平統一採取比港澳更穩固的憲制技術，正是談判所要回答的問題。同樣必須承

認，原文提出的「三把鑰匙」——全國人大、台灣立法機關與台灣居民共同同意——不是現行中

國憲法已經存在的制度。若要成立，必須由北京同意修改憲法、增設台灣專章。 

即使完成修憲，也不能誠實保證未來永遠不能改變；它能做到的，是使變更更加困難、緩慢、公

開，並提高違約代價。原文追求的從來不是絕對不可撤回，而是不能任意撤回。 

國家安全不能地方化，也不能無限中央化 

部分讀者指出，危害整個國家的安全案件，不可能完全交由台灣單方面定義、偵查及審判。這項

批評有其合理性。 

任何統一方案都不能容許台灣以自治立法為名，合法化武裝分裂、間諜活動、接受外國軍事指揮

或以暴力破壞統一安排。中央對國家安全負有最終責任，這一點應當承認。 

但「國家安全是中央責任」，不能直接推導成「中央國安、公安與檢察機關可以無邊界進入台灣執

法」。真正要解決的是四個問題：哪些行為構成犯罪、由誰立法、由誰偵查、由誰審判。 



較可行的雙層設計是：由國家層級列出必須防範的核心安全威脅，由台灣制定具體實施法律並承

擔日常執法；一般民刑事、行政及台灣自治範圍內的國安案件，在台灣終審。涉及外國軍事介

入、跨區域間諜、武裝分裂、中央機關安全等極少數事項，則由《台灣基本法》預先列明中央或

共同管轄程序。 

中央可以享有證據移交、管轄協調、重大案件啟動及有限覆核權，但大陸執法機關不得以概括的

國安理由，在台灣任意逮捕、搜索或直接辦案。中央不能被排除，台灣也不能被架空。 

「愛國者治台」同樣可以轉化為法律義務：不得參與暴力分裂、從事間諜活動、接受外國軍事指

揮或秘密境外政治資助。然而，是否違法必須依據明確構成要件、證據與司法程序認定，不能只

憑政治立場。否則，「愛國」就會從可檢驗的法律義務，變成排除反對者的政治資格證。 

民主不是制度優越感，而是台灣方案的現實門檻 

一些讀者認為，台灣選舉造成政黨惡鬥、政策短視與治理內耗，因此「民主制度不能變更」缺乏

充分理由。 

台灣民主當然有嚴重缺陷，也不能因為有選舉，就把任何治理失敗合理化。但民主運作不佳，與

人民是否應失去選擇政府、和平更換執政者及公開批評權力的權利，是兩個不同問題。 

本文不必證明西式民主在抽象上優於所有制度。真正的問題是：民主選舉、多黨競爭、新聞自由

及司法救濟，已經構成台灣現行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北京既主張「充分考慮台灣現

實情況」，就不能一面承諾保留台灣制度，一面預設取消政黨輪替、篩選候選人及限制政治異議。 

如果中央可以依政治判斷決定誰能參選、哪個政黨可以存在，選舉就只剩確認功能，不再是台灣

人民授權政府的程序。 

有人甚至主張，統一後必須「拔除」台灣既有認同、改造教育與思想。這類意見反而最能說明台

灣何以要求制度保障。共同歷史、國家認同與憲制義務可以透過教育、交流及公共討論逐步建

立，但若「兩制」的真正內容是先改造思想、再淘汰反對者，這就不是保存差異，而是以兩制之

名推動一制。 

所謂台灣人民同意，當然包括持不同政治意見的合法居民。只有經法院判決犯下暴力、間諜或其

他重大犯罪者，才可依法限制權利。如果先把不同意統一者排除，再由剩下的人表示贊成，得到

的不是人民同意，只是篩選後的服從。 

地方防衛不是第二國軍，而是過渡期安排 

對駐軍與軍隊問題，批評者認為國防是國家主權核心，台灣若保留軍隊並要求解放軍不駐台，實

際上就是「國中之國」。 

原文需要澄清：它提出的是統一初期不常設駐軍及保留區域防衛力量，而不是台灣永久擁有一支

可與中央對抗的獨立國軍。 



而且，保留台灣軍隊並非台灣憑空提出的條件。北京 1993年《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曾

明確表示，統一後台灣「有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軍隊也不派行政人員駐台」。這證明，台灣保留

武裝與前期不駐軍，至少在北京過去的制度想像中，並不必然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當然，1993年方案不是台灣今天可以要求履行的既得權。2022年白皮書也未逐項重申上述安

排。它的意義只是：北京自己曾經認為，這些條件可以容納於「一國兩制」之內。今天若認為情

勢已經改變，北京可以重新提出條件，但不能反過來把過去自己提出的方案定性為分裂主張。 

較合理的修正是：國家整體防務、戰爭與和平、對外軍事關係歸中央；台灣現有軍隊在過渡期轉

型為區域防衛、海上執法、災害救援及本地安全力量，不得擁有核武、遠程戰略攻擊能力，不得

接受外國軍事指揮，也不得參與外國軍事同盟。 

是否、何時及如何進一步整編，依雙方履約進度處理。若北京認為國家駐軍具有不可替代的主權

象徵，也可討論限額、定點、任務公開且不得介入地方政務的安排。但要求台灣在協議生效第一

天完全解除武裝，再等待北京日後履行承諾，仍然是一種「先繳械、後履約」的不對稱風險。 

可信承諾必須同時約束北京與台灣 

有些讀者批評，原文只擔心北京反悔，卻沒有處理台灣利用過渡期拖延統一、引入外部勢力，或

政黨輪替後推翻協議的可能性。這是原文最值得吸收的批評。 

可信承諾必須是雙向的。 

北京應承諾：不得以普通法律、行政命令或臨時釋法任意減損台灣民主、司法終審、財經制度與

基本權利；不得以國安為名取得一般性在台執法權；不得藉人口、土地及資本流動改寫台灣自治

制度。 

台灣也應承諾：不再推動法理分離，不加入外國軍事同盟，不設外國基地，不接受外國軍事指

揮，不部署威脅大陸的戰略武器；依約完成國安立法及權限移轉，不以選舉輪替為由任意推翻已

經民主批准、完成國內法化的協議。 

每一階段都須有期限、里程碑、查核標準、改正期間及違約責任。一方未履約，另一方可以暫停

尚未完成的對待給付，而不是只有台灣先移轉權力、北京日後再決定如何保障自治。 

香港教训也不必被簡化成誰對誰錯。北京看到的是外部介入、國家安全漏洞及治理失序；台灣看

到的則是中央能否透過國安立法、選舉制度調整及法律解釋，改變原有自治邊界。這兩種認知可

以同時存在。真正的台灣方案必須同時處理兩種恐懼，而不是宣布其中一方的恐懼完全虛假。 

部分留言更直接主張，「兩制」只應是統一初期的過渡安排，最終仍要改旗、駐軍、改造教育並走

向一國一制。這種主張至少是坦白的，但必須進一步說清楚：如果兩制只是等待條件成熟後逐步

取消的政策，台灣為何要以不可逆的權力移轉交換一項注定消失的制度？ 

若最終目標就是一國一制，應該誠實稱為「一國一制的過渡安排」，不能一面以長期兩制取得台灣

同意，一面預設將來取消兩制。 

分階段不是無限拖延，時間表也不能變成最後通牒 



讀者擔心台灣利用選舉與政黨輪替反覆拖延，並非沒有道理。因此，分階段履約不能只有順序，

還必須有共同議定的期限、完成標準與反拖延機制。 

但「雙方議定五年至十年的履約時程」，與「五年至十年內接受，否則動武」，是兩件完全不同的

事。前者是契約期限，後者是最後通牒。最後通牒或許可以迫使一方簽字，卻不能製造認同，也

無法保證統一後的穩定治理。 

《反分裂國家法》第七條本來就規定，兩岸可以經由平等協商與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協商「可以

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以靈活多樣」。因此，分階段並非台灣為拖延統一所發明，而是北京

現行法律已經承認的和平統一方法。 

同樣地，1993年的條件不是今天不准降低的最低報價。兩岸實力已經改變，北京的談判條件當然

可能調整。但實力只能改變一方可以施加多少壓力，不能自動產生可信承諾，更不能把被迫服從

轉化為自由同意。 

台灣現行法律也必須說得更準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之三不只設定政治協議的高門檻，

更明文禁止把「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毀棄或變更」作為談判項目。因此，若要進

入本文假設的談判，台灣必須先依合憲程序改變相關法律與憲制框架，絕非行政部門簽字即可。 

台灣居民投票所決定的，也不是中國主權是否存在，更不是台灣享有單方面分離權，而是這份具

體協議能否取代台灣現有制度、在台灣法域發生效力。北京由全國人大批准，台灣由立法機關及

人民批准，才構成雙方對制度轉換的完整授權。 

批評容易，請拿出更好的統一路徑 

話說到這裡，我也願意把問題講得更直率一些：有些「斷章取義」、「刻意選擇」的批評與反駁，

正好可以讓我發現文章內容不夠完整之處，並藉此更完善我的全篇論述。不過，隨意說嘴很容

易；真正困難的是，拿出一個比本文更可行、更低成本，也更能長治久安的統一方案。 

在此，我只問一句：如果降低自治、立即駐軍、取消台灣軍隊、由中央直接處理國安、篩選選舉

候選人、改造教育與思想，才是各位認為「不留後患」的方案，那麼北京為什麼到現在对隔離、

封鎖、海警管轄執法等所謂「逼統」工具，也必須反覆拿捏力道，顧慮壓力過大所引發的台灣民

意反彈、區域升級、國際介入及對大陸自身經濟的反噬？ 

這不是說北京沒有軍事能力，更不是說台灣有能力在全面戰爭中毫髮無傷。真正需要區分的是三

種能力：使台灣遭受巨大損失的能力、迫使台灣接受政治條件的能力，以及在統一後取得社會合

作並維持長期治理的能力。第一種能力，並不會自動轉化成後兩種能力。 

封鎖同樣不是沒有代價的捷徑。相關戰略研究指出，封鎖未必足以迫使台灣屈服，卻可能造成全

球貿易中斷、推高軍事升級風險，也反過來衝擊中國自身經濟。能夠封住港口，不等於能夠取得

政治認同；能夠摧毀抵抗能力，也不等於能夠消除抵抗意志。 

因此，反對本文方案的人也有提出替代方案的責任。請具體回答：如何讓台灣多數人民接受？如

何防止外部勢力趁機介入？如何控制戰爭、制裁與供應鏈斷裂的成本？如何治理兩千多萬對統一

目前还缺乏認同的居民？如何避免統一後長期依靠軍事管制、政治清洗與高壓維穩？ 



如果答案只是「實力已經不同，所以不必再讓」、「先統一，以後再處理」、「不服就改造，不接受

就動武」，那不是比本文更好的和平統一方案，而是放棄和平統一，也放棄一國兩制，改以力量完

成统一。 

如果諸君有更好的方案，請拿出來。如果只是把紅線寫得更硬，絕不會讓統一更近；只想把台灣

的意愿和需求全部刪除，更不會讓台灣人民願意接受。 

結語：一國不能被自治架空，兩制也不能被主權取消 

經過這一輪批評，原文可以作三項重要修正：第一，明確承認台灣自治權來自國家憲法與全國人

大授權；第二，承認中央對國家安全及整體國防具有最終責任；第三，補上台灣一方的反分裂、

反外國軍事介入、國安義務與履約時程。 

但這些修正不能倒過來推導出另外三個結論：自治權來自中央，所以中央可以隨時收回；國家安

全屬於中央，所以一般政治異議也能被納入打擊；大陸實力較強，所以台灣人民是否同意已不重

要。 

如果台灣拒絕承擔一個中國架構下不得分離、不得引入外國軍事力量的義務，那就不是統一；如

果中央拒絕限制自己單方面縮減自治的權力，那也不是兩制。 

真正可持續的安排只能是：台灣不得利用自治重新走向分離，北京也不得利用統一取消台灣自

治；「一國」不能被自治空洞化，「兩制」也不能被主權吸納化。 

否定一份方案，不等於提出另一份方案；證明北京有能力懲罰台灣，也不等於證明北京已經找到

一條可以低成本完成統一、取得台灣人民合作並長期穩定治理的道路。 

這才是所有主張和平統一、武力統一或強制逼統的人，都不能迴避和忽視（甚至無視）的真正問

題。 

8月 30日 正当石 

台湾教授再次回应大陆读者对《两制方案，台湾该谈什么？》一文的质疑 

编者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话题继续引发热烈讨论。这两天也陆续收到许多来自两岸读者的

来信来稿，随后，本公号将逐一刊发，请大家耐心等候。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李其泽教授昨天的回

应文章再次引发热烈讨论，讨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精彩。选三则大陆同胞留言， 

留言一：首先得肯定公众号对讨论的开放程度，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作为一直关注的人而言，仿

佛经历了一个压缩版的两岸谈判接触进程。文章本身而言其实和对岸一些主谈派的条件有雷同之

处。但与官方接触部分不同的是，官方层面应该都还没正式的进行相关方案的政治协商。尤其目

前和对岸执政党基本难以进行交流。个人以为，的确方案存在两岸上巨大的鸿沟，但是也可以让

各方，尤其是对岸能够感受到对于统一方案，两岸民意温差之巨大。以往对方总有部分人认为我

们的官方才是促统推手，民众并没有急迫的统一意志。起码就此次交流而言，让对岸也了解到了

我们的民意是怎么一个态度。统一，从来都不只是国家的想法如何，而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断加强的民族意志，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对于对岸动辄拿岛内民意说事，此次针对方案的

讨论，也给了对岸一个观察大陆民意的机会。去直面真实的大陆。这也是为什么交流总比不交流



好，接触总比不接触好，不要到了某天兵戎相见，才如大梦初醒。看到了鸿沟，就需要去逐渐弭

平，不然讨论的价值就会逐渐减少。大陆对台湾的善意是台湾可以利用的机会，尽量在可能的范

围内，获取你们的利益，保留你们的权益，是人之常情。但是这个机会是会流失的，给出的条件

利益也是会随着时间递减的。也希望对岸同胞能够珍惜。如果仅仅停留在一直喊高价不去弥合，

最终损失的只会是台湾自己。事实上，台湾是地球上最敢对大陆开条件的地区了。台湾人民也可

以对比一下外部国家对台态度。 

留言二：理性讨论，让岛内开始有这个空间，让台湾同胞不必谈统色变，是个好事。借助这个平

台和讨论，让台湾同胞多看到以后的希望与前景，背靠大陆，面向世界，台湾同胞应该有更开阔

的眼界，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大的舞台，有更广阔的空间，希望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能够同心拧

成一股绳，政治生活方式不同抵不过同文同种，至于一国两制，相信我们有了香港和澳门的丰富

实践经验，台湾的两制政策肯定会更加完善，护佑两岸和平发展行稳致远！ 

留言三：感谢这位台湾教授的文章，从台湾知识阶层的角度提出来自己对于台湾方案的构想，无

论从什么角度讲，都是和平统一方案走向细化深入乃至技术性讨论的具有标志性的文章。看完文

章及评论，大陆民众和台湾部分群体之间的最大矛盾和冲突点，在于对台湾现行制度的安排。大

陆居民满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勇气和建设国家的热情，在长期历史实践和国力发展中，逐步增强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把“一国两制”作为和平统一的终极目标。而台湾地区即使已经深受选

举制度弊端影响，仍有大量既得利益群体和普通民众，把民主自由的招牌奉为圭臬，无比珍重已

经实行多年的所谓民主制度，对于接受其他社会制度具有天然的心理恐慌。从历史发展上看，民

众对于制度的体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当前实力和生活水平的对比，这当然含有不理性的成分。中

国近代史就是不断在不同制度中比较选择，最终走向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制度的过程。好的制度

一定经得起历史检验。 

 针对昨天的讨论与质疑，李其泽教授又专门写了一篇近 2万字的长文再次作出回应（文中附表由

于编辑原因可能不完整，敬请读者谅解）。今天刊发，这是两岸读者来信之十三，来信全文如下： 

 

 

一國不能被自治架空，兩制不能被主權取消 

筆者不是替「一國兩制台湾方案」背書，更不是替台灣預擬投降條件，而是把政治口號預製成制

度條款，進行一次條件式的制度推演。 

本文暫時設定：兩岸經和平談判，台灣在自由同意下接受「一個中國、由中央統一行使國家主

權」。在此前提下，真正需要檢驗的不是口號是否悅耳，而是三件事。其一，主權歸一之後，台灣

能否保存民選政府、司法終審、基本權利、財經制度與必要的在地防衛；其二，中國的單一制憲

法能否容納比港澳更完整、也更難被單方面減損的自治；其三，台灣能否受到有效約束，不再以

自治作為分離工具，而中央又能否受足以約束自己的高位法拘束。 

核心判準因此很清楚：北京是否願意以限制自身權力的憲制承諾，交換台灣承擔統一後的國家義

務。願意，才有共議的起點；不願意，「兩制」便只是一項可隨時空變化而任意調整的政治允諾。 

民意拒絕與政治時間壓力 



這種拒絕有清楚的民意基礎。陸委會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 2026年 8月 13日至 17日所

做調查顯示，81.2％受訪者不贊成中共的「一國兩制」主張，68.9％支持台灣維持現狀、拒絕與

中共統一，83.9％支持台灣的未來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決定。調查以電話訪問 20歲以上民眾，有

效樣本 1,086份，在 95％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 2.97個百分點。其中部分長期追蹤題目維持

穩定；68.9％的題目為本次新增，不宜列入長期趨勢比較。 

單次民調不是永恆判決，卻足以說明任何統一方案首先面對的是巨大的正當性赤字，而不只是文

宣不足。然而，北京的政治時間壓力並未因台灣民意而消失。2019年 1月，習近平总书记在《告

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講話中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稱具體形式將充分考慮台灣現

實、吸收兩岸各界意見並照顧台灣同胞利益與感情，同時以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為前提；

他並表示「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 

2026年 7月 1日，習近平总书记在中共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座談會上稱，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並要求「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至於「台灣問題因民族弱

亂而產生，必將隨民族復興而終結」，則是他在 2019年講話中的表述。同年 8月 17日，他在紀

念江澤民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重申江澤民關於「完成祖國統一，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是任

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論述；依中共官方回溯，該段話出自 1999年。將這些表述與中共長期政策

語境並讀，可以推論北京正持續把統一與民族復興的時間敘事相互連結；這是本文的文本解讀，

而非講話直接設定的期限。 

兩組訊號共同構成本文的問題意識：北京發出「探索」與「共議」的邀請，台灣社會卻壓倒性拒

絕這一概念。回避討論不會使議題消失，只會把「台灣方案」的內容完全留給北京單方面書寫。

既然稱為探索，就必須允許民主、司法、國安、駐軍、財政與履約保障進入議程；否則不是共議

方案，而是要求台灣簽收一份既定文本。實質協商必須容許交換條件、相互讓步並共同承擔義

務。 

三個前提與核心談判公式 

這項壓力測試有三個前提。第一，本文並不主觀認為台灣人民會接受「一國兩制」，也不假定台灣

社會已形成共識；它檢驗的是反事實條件下的制度極限。第二，本文假設台灣已接受國家主權歸

一與中央的國家代表權，因此不討論兩個中國、一中一台、邦聯、聯合國席位、外國駐軍或單方

面退出等超出北京底線的方案。第三，分析核心是「可信承諾」：談判的難題不只在對方現在願意

給多少，更在權力移轉後，承諾能否被單方收回。 

因此，方案必須通過四項檢驗：主權安排是否自洽，自治權限是否清楚，權利受侵害時是否可以

救濟，承諾是否難以單方改寫。本文的核心談判公式是：台灣以承認單一國家主權、排除法理分

離與外國軍事介入為交換，北京則以憲法級權限清單、權利非倒退、共同修約與分階段履約，限

制自己在統一後改變台灣自治的能力。前者防止自治架空一國，後者防止主權取消兩制；任何只

要求一方承擔不可逆義務的方案，都無法形成可信承諾。 

分析框架：傷害、服從、治理與可信承諾 

討論統一方案，必須先把三種常被混淆的能力分開。第一是傷害或摧毀能力，例如封鎖港口、打

擊能源通訊、消滅有組織軍事抵抗；第二是強制服從能力，也就是使仍有選擇餘地的政府與社會



接受特定政治條件；第三是統一後治理能力，即在權力轉換後取得行政配合、經濟復甦與社會合

作。 

學者謝林對「暴力取物」與「以威脅使對方合作」的區分早已指出，武力可以完成不需要對方合

作的事情，但強制成功仍取決於對方的選擇。造成巨大損失，不等於必然逼出政治投降；控制領

土，也不等於能夠低成本治理。同樣地，「平等協商」不等於物質實力相等，也不意味統一後雙主

體並列。它首先是一種程序地位：在統一生效以前，任何可持續協議都需要北京與台灣各自作成

有效同意，雙方都是不可替代的締約者。統一後，國家主權與憲制層級可以歸一；談判時，雙方

仍須有提出、拒絕、交換與修正條款的真實空間。若強者只提供唯一文本、弱者只能簽收，則程

序不平等，實質內容變失去效力。 

制度經濟學對英國光榮革命的研究指出，統治者只有在制度上綁住自己的手，使違約在程序上變

得困難、代價高昂，承諾才可能取得相對方信任。國際關係理論同樣把「承諾問題」視為衝突的

重要成因：即使戰爭代價高昂、雙方眼前都有和平意願，只要協議會改變未來的權力分配，事後

仍可能出現重新要價的誘因。 

兩岸關係正是這種結構的典型案例。對台灣而言，統一會關閉外部軍事選項、移轉最終主權並縮

減自我防衛能力；北京則在統一後掌握國家立法、修憲、釋法與軍事優勢。北京即使在談判時願

意提供寬鬆條件，也可能在台灣完成不可逆讓步後重新界定自治。反過來，台灣也可能在過渡期

利用自治、選舉或外部聯繫拖延履約。 

可信承諾因此必須雙向，但不必形式對稱。制度應針對雙方各自最有能力實施的違約配置約束：

台灣受反分離、反外國軍事介入、國安立法與履約期限拘束；北京則受保留事項封閉列舉、權利

非倒退、反規避、釋法程序與核心條款共同修改所拘束。 

承諾水位如何改變：從「葉九條」到新時代白皮書 

北京歷史上對台提出的自治條件，其實比許多人的印象更寬鬆，而且早於 1993年白皮書。1981

年「葉九條」提出，統一後台灣可作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並保留軍隊，中央不干預台灣地

方事務，台灣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及對外經濟文化關係不變。1983年鄧小平一方面反對

「完全自治」，明言台灣仍是地方政府、不得損害統一國家利益；另一方面又提出司法獨立、終審

不必到北京、台灣可以有不威脅大陸的軍隊，大陸軍隊與行政人員均不駐台，並主張國共兩黨平

等會談，而不以「中央對地方」作為談判名義。這段歷史同時否定兩種極端解讀：高度自治不是

原生主權，但單一主權也不必排除司法終審、地方武裝與不駐軍。 

1993年《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是國務院新闻办白皮書中最系統、最具體的高自治版

本。它提出兩種制度長期共存、「誰也不吃掉誰」；台灣原有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及對外經濟

文化關係不變，並明列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與終審權，黨、政、軍、經、財自行管

理，可簽署商務文化協定、享有一定外事權，保有自己的軍隊，而大陸不派軍隊及行政人員駐

台。 

2000年白皮書重申高度自治與不派軍隊、行政人員駐台，並明言台灣「一國兩制」的內容可以比

香港、澳門更寬鬆；但同一份文件也首次把「無限期拒絕統一談判」列為採取非和平手段的條件



之一。「更寬鬆」並不等於北京已明文承諾台灣現行總統直選、多黨輪替或完整的權利審查，這些

仍須由談判具體創設。 

2019年，習近平总书记轉為開放式的「探索」，表示具體形式會考慮台灣現實、吸收兩岸意見，

但同時加入確保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前提。2022年《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

白皮書一方面重申台灣可依法高度自治、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共存，外國可經中央批准在台設立領

事及官方、半官方機構；另一方面更清楚強調「兩制」從屬並派生於「一國」，並稱「所有擁護祖

國統一、民族復興的台灣同胞」將在台灣當家作主。其邏輯接近「愛國者治理」，但白皮書並未使

用「愛國者治台」一詞。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明列的保有軍隊、大陸不駐軍、不派行政人員、

黨政軍經財自行管理、司法終審與一定外事權，2022年並未逐項重申。沉默不能直接解讀為正式

撤回，卻使早期條件的現行效力與可談判性更不確定。 

版本之間的落差，本身就是必須正視的訊號。1993年的最高水位不是台灣今天可以要求履行的既

得權，也不是不准降低的最低報價；兩岸實力已經改變，北京的談判條件當然可能調整。它的意

義在於：北京自己曾經認為，這些條件可以容納於「一國兩制」之內。今天若認為情勢已經改

變，北京可以重新提出條件，但不能反過來把過二去自己提出的方案定性為分裂主張。 

歷史文本因此只提供了談判水位，沒有解決履約問題。台灣最合理的制度測試不是引用舊文件要

求北京無條件照辦，而是要求北京逐項說明：哪些早期條件仍有效，哪些因情勢改變而調整，調

整的替代保障是什麼，願不願意把重新確認的內容放進憲法、基本法與同步生效的協議。說過的

話能否再次白紙黑字寫下、願不願意寫進法律，正是誠意與可信度的第一道檢驗。 

憲制骨架：一個主權、兩個法域、四張清單 

在這個前提下，台灣特別憲制的自治權不是與國家並列的原生主權，而是由中國憲法與全國人大

授予的高度自治。中央直接行使的國家事權，以及在台適用的全國性法律，須由高位法與附件封

閉列舉；其他地方治理事項則由台灣在授權範圍內自行處理。權力來自國家，不等於行政機關可

以任意收回；憲法授權的意義，正是國家機關也受自己制定的高位法拘束。 

這一框架不是邦聯：台灣不保留正式外交、聯合國席位、外國駐軍、單方面退出或獨立對外用兵

權。它借用聯邦制與不對稱自治中限制單方面變更的保障技術，卻不主張地方另有國家主權。北

京是否願為和平統一採取比港澳更穩固的憲制技術，正是壓力測試所要回答的問題。 

在中國單一制憲法下，「中央保留事項封閉列舉、其餘由台灣自行處理」不能被表述為台灣向中央

讓渡原生權力；它必須被設計為國家憲法對台灣的概括授權。這項法源定位並未排除清單技術，

反而要求把授權範圍、中央保留與修改程序寫得更精確。 

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只提供設立特別行政區的入口，並未直接授予高度自治；第六十二條配置全

國人大的修憲、制定基本法律及決定特區制度等權力，第六十四條規定修憲程序，第六十七條則

配置人大常委會的憲法與法律解釋權。現行成文法中，更直接提出「不同制度、高度自治」的是

《反分裂國家法》第五條，但該條仍未界定自治範圍、修改程序與救濟機制。因此，方案至少需

要兩層建置：先修改中國憲法、增設台灣專章並處理特別修憲程序，再由全國人大依第三十一條

及修正後憲法制定《台灣基本法》，向台灣明文授予概括性的高度自治。 



權力來源在中央，不代表授權範圍必須模糊。香港《基本法》顯示，單一制可以容納高度自治、

在地終審，並原則上只讓附件三所列全國性法律在港實施；第二十二條也禁止中央人民政府所屬

各部門及省級單位干預香港依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但第十八條保留戰爭與特定緊急狀態下適用全

國性法律的途徑；第一百五十八條把最終解釋權交人大常委會，第一百五十九條則把修改權交全

國人大，且香港本地加重門檻只明文適用於香港提出的修法案。香港模式這種最終控制權的不對

稱，正是台灣方案不能直接照搬港式結構的原因。 

比較法的用途：拆解技術，而非整體移植 

比較憲法的真正價值，從不在於對外國制度進行全盤照搬或情境去脈絡化的「整體移植」，而在於

精準拆解其制度和立法技術，並釐清這些技術與立法在特定政治條件下的實實運作邏輯。 

奧蘭群島展示了一種中央與地方權力共享的「雙重鎖定機制」。依據《芬蘭奧蘭自治法》，自治法

的任何修正，不僅須經芬蘭國會以憲法修正案等級的「加重程序」通過，還必須取得奧蘭議會高

達三分之二出席議員的同意。這種「雙重同意」確保了中央無法單方面以立法多數剝奪地方自治

權。然而，這種技術的成功，離不開 1921 年國際聯盟協定所奠定的國際和解背景，以及奧蘭作為

「非軍事化與中立區」的國際法防護罩；缺乏國際政治局勢的制衡，單純的國內條文鎖定往往脆

弱無力。 

蘇格蘭展示了「剩餘權力歸地方」的權限分配模型。依據 1998 年《蘇格蘭法案》，制度採取「保

留事項清單」設計——僅列舉如國防、外交、貨幣等歸屬於威斯敏斯特的權限，其餘未列入附表

的事項，原則上皆自動劃歸蘇格蘭議會。然而，蘇格蘭模型也揭示了憲政慣例的侷限：儘管有

「瑟內爾慣例」，但由於英國憲法堅守「國會主權」，此類政治慣例無法由法院強制執行，使自治

承諾在中央硬性意志面前顯得相對脆弱。 

義大利憲法第 5 條宣示了國家「一體且不可分割」的最高原則，但其 2001 年憲法修訂（第 117 

條）卻引進了類似聯邦制的權限分劃方式。該條明確劃定國家獨佔權限與中央地方「共同權限」，

並規定所有未明確列舉的事項，剩餘權悉數歸屬於區域。義大利的實踐證明，在單一制憲法框架

下，高度地方分權與剩餘權歸屬，在制度設計上確實可以與國家統一的憲法原則並存，關鍵在於

中央與地方權限邊界的精細刻劃。 

加泰隆尼亞則提供了一個「地方民主程式完備，仍敵不過中央司法終局控制」的深刻警訊。2006 

年《加泰隆尼亞自治規約》雖然歷經加泰隆尼亞議會通過、西班牙國會修訂認可，並經由地方公

投高票批准，具備極高的民主正當性；然而，西班牙憲法法院在 2010 年仍宣告該規約中關於司法

獨立、財政自治及「民族」定義等多項關鍵條文違憲。此案例血淋淋地證明：縱使具備中央地方

的雙重民主程序，自治權限的最終邊界仍取決於中央憲法法院的終局解釋權。 

上述案例共同揭示了一個憲政硬道理：單純的「權限清單列舉」絕非自治的萬靈丹。一套有效的

權限架構，必須同時配套「法律優先原則」、「爭議審理分類機制」、「中央與地方共同參與的終局

解釋權」，以及「不可由單邊變更的修法程序」，否則文字上的列舉保障隨時可能遭到侵蝕。 

更重要的是，這些歐洲地方自治的比較法技術，絕不能被去脈絡化地用來證成台灣可以保有軍

隊、獨立貨幣或司法終審權。歐洲的自治體系皆建立在「承認中央擁有一致性的國防、外交與最

高司法主權」之基礎上；然而台灣所面對的是兩岸極具敵意且非自由民主體制的威權政體。結構



相同或相似的法律條文，若缺乏相同的客觀審查機關、相同的守憲民主慣例，以及相同的地緣政

治平衡，絕不可能產生相同的法律拘束力與和平效果。比較法只能為我們拆解並提供憲政制度的

「技術零件」，卻永遠無法替代實質的「政治條件」與「主權實力」。 

四張清單 

較精確的做法，是把容易引發誤解的「中央權力正面列舉」改寫為四張清單。它們不是把中央與

台灣變成兩個國家，而是分別配置授權範圍、協力接口與雙方制度禁區。表一處理的是權限與結

構邊界；後文表二處理的是履約行為，兩者功能不同。 

清單 主要內容 制度功能 

中央

保留

事項 

國家主權與代表權、國籍、正式外交、國家整體防務、戰爭與和

平，以及附件逐項列明的國家事權；清單增列須依三把鑰匙程序。 

確認一國及中

央最終國家責

任。 

台灣

自治

事項 

選舉與政黨、行政與立法、一般司法與在台終審、地方治安、財政

稅收、貨幣金融、關稅、教育媒體、社會福利、土地、人口、資料

與網路治理。 

保存台灣制度

及日常自我治

理。 

雙方

協力

事項 

僅限附件列舉的跨法域間諜與犯罪、重大疫情、戰略基礎設施、災

害救援、國防聯絡及條約在台履行；新增不得依類推或概括國安條

款為之。 

避免中央被排

除，也避免台

灣被架空。 

雙方

禁止

事項 

台灣不得推動法理分離、引進外國軍隊或接受外國軍事指揮；中央

不得繞過高位法擴張在台法律、直接課稅、常態執法，或變更台灣

對居留、戶籍、投票資格、土地與敏感資料准入的最終立法及核准

權。 

把雙向承諾轉

成可判斷的違

約界線。 

這一架構排除兩個主權國家、邦聯成員資格、台灣聯合國席位、正式邦交、外國駐軍、獨立對外

用兵及單方面退出；同時也排除以國家安全或統一主權為概括條款，使清單之外的中央權力隨時

進入台灣。程序上平等協商，結果上單一主權；自治權源於國家，但國家機關也受高位法拘束。

「一國」處理國家歸屬、正式外交與整體國防；「兩制」處理台灣人民如何生活、由誰治理，以及

中央能否任意改變台灣制度。 

核心自治：六組不可被架空的制度權限 

國號與旗幟具有尊嚴與歷史意義，但在本文設定的北京可接受邊界內，「中華民國」不可能作為另

一個主權國號延續。台灣仍可爭取特殊名稱、旗幟、紀年與節日在過渡期保留，或轉化為地方歷

史與區域象徵；真正影響人民日常生活的談判重點，則是以下六組制度權限。 



民主制度：中央確認不能變成選舉否決 

台灣行政首長、立法機關與地方首長，應繼續由台灣居民定期直接選舉產生；多黨競爭、政黨輪

替、反對黨與自由組織政治活動的空間也應保留。公職人員可以被要求宣誓擁護國家統一與台灣

特別憲制；《台灣基本法》也可禁止組織、策劃或實施分裂國家、接受外國軍事指揮、從事間諜活

動，或秘密接受境外力量資助以破壞憲制安排。但這是一項必須以特別法創設、並明顯不同於

2021年香港資格審查模式的制度：資格限制須封閉列舉，政治機關不得以抽象的「愛國者」標準

自行增列條件，終局審查則應交由台灣法院。 

若行政首長須由中央任命，任命應是對合法選舉結果的羈束性確認；除候選人經台灣終審法院判

定不具法定資格外，中央不得拒絕。和平批評中央、學術討論不同政策意見，或依法主張不涉及

分離地位的制度修正，不應僅因立場本身構成犯罪或失去參選資格。否則，選舉只能確認事先獲

准的人選，民主制度雖保留名稱，授權功能卻已消失。 

台灣民主確有政黨惡鬥、政策短視與治理內耗；這些缺陷值得修正，卻不能推導出人民應失去選

擇政府、和平更換執政者與公開批評權力的權利。本文無須在抽象層次證明某種民主模式優於一

切制度，只須確認：選舉、多黨競爭、新聞自由與司法救濟，已構成台灣現行制度與生活方式。

北京既稱將充分考慮台灣現實，就不能一面承諾保留制度，一面預設取消政黨輪替、篩選候選人

與限制異議。若先排除不贊成統一的人，再由其餘者表達同意，所得不是民主授權，而是篩選後

的服從。 

司法與國安：中央不能被排除，台灣也不能被架空 

1993年白皮書曾明確提出台灣享有獨立司法權與終審權，這可構成談判的重要政策起點，卻不是

可以直接適用的司法管轄法源。《台灣基本法》須進一步明定：一般民刑事、行政案件，以及台灣

自治規範與基本權利案件，由台灣法院審理並在台終結；台灣居民原則上不得因在台行為被移送

大陸，中央公安、國安、檢察及軍事機關也不得在台自行採取逮捕、搜索、監聽等強制處分。台

灣法院審查的是在台執行措施、台灣法律與行政行為，並非直接宣告全國人大決定無效。 

統一方案不能容許台灣以自治立法為名，合法化組織性武裝分裂、跨法域間諜、接受外國軍事指

揮或以暴力破壞統一安排；中央對整體國家安全負有最終責任。這項責任卻不能直接推導出中央

國安、公安與檢察機關享有無邊界的在台執法權。真正需要分別處理的是：哪些行為構成犯罪、

由誰立法、由誰偵查、由誰審判，以及例外管轄如何啟動。 

較可行的雙層模式是：國家層級封閉列明核心安全威脅，台灣制定具體實施法並負責日常偵查與

審判；罪名必須明確、不溯及既往，除已造成重大實害者外，至少須證明行為造成具體、現實且

迫近的重大危險，單純意見表達不得入罪。只有涉及外國軍事指揮、組織性武裝分裂或跨法域重

大間諜活動，且台灣機關客觀上無法有效處理的極少數案件，才可啟動共同管轄。即使啟動，在

台逮捕、搜索與扣押仍由台灣機關執行，被告由設於台灣的共同法庭或台灣法院特別合議庭審

理，適用預先明定的程序與權利保障，不移送大陸。 

基本權利：以非倒退、比例原則與司法救濟構成地板 



台灣現有的言論、新聞、出版、網路、學術、宗教、集會、結社、隱私、勞動、性別、家庭、原

住民族、財產與程序權利，應以統一生效日的憲法、憲法判決、兩公約及其他人權公約施行法、

原住民族法制等形成保障基線，再由五項法律工具明文創設一般非倒退義務。個案限制必須有明

確法律依據、正當目的、必要性、比例性與有效司法救濟；憲法審判機關可宣告違法規範失效，

行政法院可撤銷違法行政處分。權利若沒有可操作的救濟，就只是政治宣示。 

制度轉換還需要跨法域的政治和解條款。統一前的和平政治主張、國家認同、新聞學術活動與一

般軍政服務，不得被追溯清算；這項保障須同時寫入和平協議、《台灣基本法》與全國性和解法

律。對可能涉及大陸刑法的行為，還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決定特赦，再由國家

主席依第八十條發布特赦令，不能只依賴台灣檢察機關不起訴。特赦與不起訴應排除故意殺人、

酷刑、重大貪腐及其他嚴重人權犯罪。教育可以增加共同歷史與國家憲制內容，卻不應以思想審

查、政黨淘汰或強迫認同取代公共討論。 

財經、人口與資料：防止制度被無聲改寫 

人民對制度改變最直接的感受，往往不在國號，而在貨幣、房屋、工作、稅收、醫療、教育與人

口流動。台灣應完整保留新台幣、中央銀行與外匯存底，獨立稅制、預算、金融監理、單獨關稅

區、土地制度、健保、年金與社會福利；中央不得直接在台課稅，也不得以行政手段強制人民幣

化。香港《基本法》已有財政獨立、中央不在港徵稅、獨立稅制、港幣繼續流通與貨幣發行授

權，以及單獨關稅區等制度。台灣保留中央銀行與外匯存底是強度更高的新要求，必須誠實列為

談判創設，而不能當作港式安排的直接延伸。 

大陸居民赴台定居、取得戶籍與投票資格，或購買土地、掌握媒體、關鍵基礎設施及大規模個人

資料，必須由台灣法律與透明配額管理，台灣保有最終立法與核准權。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二

條第四款把內地居民赴港定居人數的最終決定權留給中央主管部門，只要求徵詢香港政府意見；

截至 2019年，回歸後持「單程證」來港定居者累計逾百萬人，約相當於當時人口的七分之一。這

是累計流量而非現存人口占比，對人口結構的具體影響仍須另以年齡、出生地與移出資料分析。

台灣保有最終決定權，不是永久排斥同一國家內的正常流動，而是防止人口、資本與資料在規則

表面不變的情況下，於一個世代內改寫自治共同體。 

外交歸一，國際功能不歸零 

接受一個中國，意味正式外交承認、聯合國國家席位與國家代表權由中央行使，但台灣不必因此

與世界斷線。《台灣基本法》可事前概括授權台灣以議定名稱設置海外經貿文化辦事處、簽發旅行

證件，並在經貿、科技、航空、航運、衛生、文化、稅務與司法協助等功能性事項自行簽署協

議。WTO、APEC、奧會體系，以及WHO、ICAO等組織的參與，仍取決於各組織規則與會員決

策；北京能承諾的是在國內法上授權、支持並完成必要通知、協商或申請，不無理由阻撓，而不

能單方面保證外部地位必然延續。 

2022年白皮書已表示，統一後外國可繼續與台灣發展經濟文化關係，經中央批准可在台設領事或

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香港《基本法》也允許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與非國家型國際組織並簽

署功能性協議。台灣真正要爭的，不是保留第二套正式外交，而是劃清兩類事項：領事與正式官



方機構由中央決定；《台灣基本法》列舉的經貿、科技、民航等功能性事項則採事前概括授權，不

再逐案核准。 

軍事過渡：國家統帥與本地指揮如何並存 

統一前期的軍事安排，是方案能否取得台灣信任的樞紐。1993年白皮書曾提出台灣可以有自己的

軍隊、大陸不派軍隊與行政人員駐台，但這只是政策方案，並未處理武裝力量的國家歸屬、統帥

權與作戰指揮鏈。本文主張的不是一支可與中央對抗的永久獨立國軍，而是透過中國修憲與特別

法創設過渡期的區域防衛制度。 

國家整體防務、戰爭與和平及對外軍事關係歸中央；台灣承諾不加入外國軍事同盟、不設外國基

地、不接受外國軍事指揮、不部署核武及以大陸為目標的遠程戰略攻擊能力。相對地，北京承諾

在約定過渡期內不在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常設駐軍，大陸行政與國安機關不接管台灣。依中

國憲法第九十三條，中央軍委領導全國武裝力量；因此，台灣專章及《台灣基本法》須明文規

定，區域防衛力量在國家法上受中央軍委統一領導，但過渡期的人事、預算、訓練與平時行動指

揮依法授權台灣機關行使。 

區域防衛力量的任務限於台灣周邊防護、海上安全、災害救援與本地防衛，不享有獨立對外軍事

權；過渡期內調離台灣或投入境外戰爭，須依預先議定的中央—台灣共同啟動程序辦理。過渡期

不常設駐軍與本地防衛可約定十至二十年或其他足以建立信任的最低保障期，期滿不代表自動駐

軍；任何改變仍須履約審查與三把鑰匙程序。合理的談判公式是：台灣軍力不威脅大陸，大陸軍

力也不以駐軍接管台灣。 

把政治承諾變成憲制信諾：五項法律工具、三把鑰匙與反規避 

一份契約若由其中一方同時掌握修約權、解釋權與違約裁判權，條文寫得再完整，也可能被單方

面改寫。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由全國人大以法律制定；人大常委會依第六十

七條掌握憲法與法律解釋權；香港《基本法》也由人大常委會保有最終解釋權、由全國人大保有

修改權。因此，在現行中國憲制下，任何人都無法誠實保證未來全國人大在法律上不能改變台灣

制度。 

本文提出的「三把鑰匙」不是現行中國憲法已存在的制度。若要成立，必須修改第六十四條，或

在台灣專章中把它明定為第六十四條的特別程序；對人大常委會釋法的限制也須具有憲法位階。

即使如此，欠缺超越全國人大的獨立裁判者，仍使這套設計屬於政治—憲制的自我拘束，而非絕

對不可撤回的地方否決權。制度所能追求的，是讓反悔更困難、更緩慢、更公開，並使違約代價

可預期。 

反規避：正式修法不是唯一變更路徑 

香港經驗最值得吸收的，是正文修法程序與其他憲制變更路徑之間的不對稱。《基本法》第一百五

十九條把修改權交全國人大，提案權則屬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及香港特區；其中只有香港提出的

修法案，明文須先取得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團三分之二、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及行政長官同

意。2020年，全國人大先作成建立香港國安制度的決定，人大常委會據此制定《香港國安法》並

增列於附件三；該法在法定情形及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下容許駐港國安公署偵查、指定的大陸檢察



機關與法院管轄。2021年，全國人大另作決定並授權人大常委會修訂附件一與二，香港再完成本

地配套立法；立法會由七十席增至九十席，地區直選由三十五席降至二十席，並建立國安機關參

與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2022年，人大常委會依《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解釋第十四及四十

七條；2024年，香港再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依北京的憲制論述，各項措施均由中央機關

援引成文法或人大決定作為正式依據；其與高度自治原則的相容性仍有爭議。合併觀察可見，自

治邊界能在不修改《基本法》正文、也不取得香港居民直接同意的情況下被實質重塑。 

台灣方案因此不能只提高《台灣基本法》正文的修改門檻。凡透過附件、在台適用全國性法律、

釋法、實施法或附屬法規，永久或結構性減損民主選舉、司法終審、基本權利、財經自治或權限

分配者，一律視同核心條款修改，必須啟動三把鑰匙。真正戰爭、重大災變或台灣機關客觀上不

能控制的危急狀態，得依封閉列舉的條件採取暫時措施；但須受必要性、比例原則、明確期限、

公開理由、定期複審與日落條款限制，不得永久改變選舉及司法結構。緊急措施逾期延長或轉為

常態制度者，仍須啟動三把鑰匙。 

五項相互依存的法律工具 

這套安排需要五項彼此連動的法律工具。第一，兩岸有權機關議定《和平統一與台灣高度自治協

議》；第二，中國憲法增設台灣專章；第三，全國人大制定《台灣基本法》；第四，中華民國依現

行修憲程序制定憲法過渡或轉換條款，授權協議並規定現行憲制轉換的條件與時點；第五，由

《台灣基本法》授權台灣立法機關制定《台灣自治憲章》，承接民主、司法、權利與財經制度，並

經台灣居民複決。自治憲章從屬於中國憲法及《台灣基本法》，但在授權範圍內具有台灣法域的最

高地方效力。 

五項工具並非同一法位階，也不可能字面上同步批准。各項文本應依雙方法秩序分段完成草擬、

審議與批准，批准文件附條件存放；待中國修憲與基本法、台灣修法與修憲、政治協議複決及自

治憲章等全部要件成就，始於雙方議定的同一日期生效。任何一項未完成，都不觸發不可逆的主

權或權限移轉。單純相互引用不能創造法位階，文本還須明定適用順序、衝突規則、裁判機制與

既有法律的延續方式。 

三把鑰匙與受約束的釋法 

對民主選舉、司法終審、基本權利、財經自治、權限清單、過渡期不駐軍及人口制度等核心條

款，任何減損性修改都應同時取得三把鑰匙：全國人大依憲法特別程序以法定多數通過、台灣立

法機關以特別多數同意、台灣居民自由複決。何謂「實質減損」應由台灣專章與附件封閉列明，

並設台灣方面的提案與同意接口，不能仍由中央單方界定。這不是台灣享有與全國人大並列的原

生修憲權，而是中國憲法自行增設的特別修憲成立要件。 

人大常委會若保留《台灣基本法》的法定最終解釋權，限制不能只寫入普通法律，而應同時寫入

台灣專章、《台灣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法定議事程序。釋法前須通知台灣有權機關，徵詢兩岸等

額組成的基本法委員會並公開其意見，完整說明理由；解釋原則上不溯及既往、不重啟台灣法院

已終結案件，也不得創設清單外中央權力。程序違反的法律效果必須明定。即使如此，人大常委

會同時具有解釋限制本身的權力，殘餘的自我解釋風險仍無法完全消除。 

仍然存在的殘餘風險 



必須誠實承認：只要最終主權與制憲權歸於同一國家，任何一代人都無法單靠法律約束未來所有

制憲力量；外國政府、聯合國或國際法院若不作為政治保證人，台灣也缺乏完全獨立的最終執行

者。這套設計只能藉由多重內國法化、地方同意、程序延宕、公開理由、互惠履約與政治經濟代

價降低違約機率，不能把風險降為零。若北京連提高反悔成本都不願接受，台灣就更沒有理由相

信抽象承諾。 

不是單向保證：雙向義務與違約界線 

雙向可信承諾的必要性，來自雙方不同的違約能力：中央可能在統一後收回自治，台灣也可能在

過渡期拖延履約、引入外部軍事力量，或藉政黨輪替片面推翻協議。雙方義務必須具體列明，才

能把政治表態轉成可判斷的違約界線。表一配置權限與制度禁區，表二則配置履約行為。 

義務

領域 
北京承諾（約束中央） 台灣承諾（約束台灣） 

主權

與地

位 

以憲法專章及五項法律工具確認台灣特殊

憲制地位；不得以普通法律、行政命令、

附件或釋法結構性減損核心自治。 

不再主張兩個互不隸屬的主權國家，不推

動法理分離，也不主張單方面退出權。 

軍事

與安

全 

約定過渡期內不常設駐軍，不由大陸行政

及國安機關接管台灣；不得以國安為名取

得一般性在台執法權。 

不加入外國軍事同盟、不設外國基地、不

接受外國軍事指揮、不部署核武及威脅大

陸的遠程戰略武器；依約完成國安立法。 

民主

與司

法 

不得以抽象政治標準篩選候選人、否決合

法選舉結果或將和平異議國安化；尊重司

法在台終審及共同管轄的在台審理原則。 

依法處理組織性分裂、間諜、外國軍事指

揮與秘密境外資助案件，由台灣法院依證

據及正當程序審判。 

財經

與人

口 

不得直接在台課稅、強制人民幣化，或單

方變更台灣對人口、戶籍、土地、資本與

敏感資料准入的最終規則。 

以透明配額與法律管理流動，不以自治為

名排斥同一國家內依法進行的正常往來。 

履約

與時

程 

依時間表完成憲法建置、權利保障、不常

設駐軍、國際功能支持及查核機制。 

依時間表完成法制轉換與約定權限移轉；

不以政黨輪替片面推翻已經民主批准的協

議。 

政黨可以競爭政策、批評履約，也可以依共同修法程序主張變更安排；但單一選舉結果不能片面

推翻已經民主批准並完成內國法化的協議。同樣地，中央可以履行國家安全責任，卻不得以國安



為名取得一般性在台執法權，也不得變更台灣對居留、戶籍、投票資格、土地及敏感資料准入的

最終立法與核准權。 

香港經驗不必被簡化成誰對誰錯。北京從香港看到的是國安立法長期懸缺、外部介入與治理失

序；台灣看到的則是國安、候選人資格、附件與釋法可以重新界定自治。這兩種恐懼可以同時存

在，因而必須轉化為雙向義務：台灣不得以自治逃避國安與反分離責任，北京不得以國安繞過權

利界線與地方救濟。真正的台灣方案必須同時處理兩種恐懼。 

從授權到履約：台灣批准、五個階段與違約處理 

依台灣現行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不能由行政部門先談妥簽署，再交國會或人民追認。《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之三要求，協商開始九十日前先向立法院提出締結計畫與

衝擊評估；開啟協商須經全體立委四分之三出席、出席者四分之三同意。草案完成後，還要公開

全文、舉行聽證，再以相同國會門檻通過並交付全國性公民投票；有效同意票超過全體投票權人

半數，才可簽署、換文並由總統公布。 

更重要的是，同條第九、十項明定，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毀棄或變更，不得成為

政治議題談判及協議項目，違反者協商或約定無效。現行政府因此不能直接依照本文推演開談。

先修正這項普通法律，是明確門檻；是否還必須先完成憲法層級授權才可開談，尚無現成判例。

較穩妥的路徑，是在談判前先處理法律禁止並取得明確憲政授權，以免完整協議最後因授權欠缺

而失效。 

修憲、憲法斷裂與雙重複決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二條要求，修憲案須經立法院四分之一提案、四分之三出席及出

席者四分之三決議，公告半年後再由自由地區選舉人複決，有效同意票超過選舉人總額半數。統

一安排是否另觸發第四條第五項的領土變更程序，取決於它究竟被定性為領土變更、國家結構變

更或憲法替換；釋字第三二八號把固有疆域範圍視為重大政治問題，現無可以斷言的司法答案。

釋字第四九九號雖確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實體修憲界線，憲法法庭卻尚未裁判它在現行人民複

決程序下如何適用。因此，把台灣置於另一中央憲制之下，仍具有重大且未解的合憲風險，甚至

可能構成需要重新取得制憲正當性的憲法斷裂。 

無脅迫條款與雙方法定確認 

軍事脅迫與投票效力必須分開。依現行《公民投票法》，仍須能把封鎖、軍演或資訊攻擊具體連結

到第四十八條所定的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並達到「足認有影響投票結果之虞」，再由法院

判決無效；外部國家脅迫如何適用，尚無直接判例。但不可逆的憲制選擇不能只滿足「尚未被判

無效」的最低線。協議應另設無脅迫條款：封鎖、實彈軍演、飛彈威嚇、重大網路干擾或立即動

武的最後通牒存在時，中選會或其他法定機關得延期投票，並設憲法法庭快速審查；脅迫停止後

還須經冷卻期、資訊公開與公平辯論。 

在本文設定的前提下，台灣居民投票決定的，是完整協議能否取代台灣現有制度、在台灣法域發

生效力，而不是創設一個可隨時單方面退出的主權。北京端須由全國人大完成修憲與基本法程

序；台灣端則須完成政治協議公投與修憲複決。兩者分屬不同程序，原則上必須分別完成，至多



同日投票、分票計算；若要整合為一次程序，必須先以修法或修憲明文創設。較精確的說法不是

「雙重民主確認」，而是雙方法定授權與台灣民主確認。 

五個階段：不能先交出所有籌碼 

台灣不可能在第一天就完成不可逆的權力移轉，再等待北京日後兌現承諾。相關單位內戰和平協

議研究一再指出，最困難的往往不是簽署，而是弱勢一方解除武裝後，缺乏保證強勢一方履約的

手段。法律上的國家統一可以設定共同生效日，治理、防務與國際安排則依里程碑轉換；但最低

限度的憲法建置、權利保障、無脅迫條件、不常設駐軍安排與查核機制，必須在統一生效日前完

成或具備可立即執行的法律條件。 

階段 主要內容 完成標準 對待給付 

一、無

脅迫與

授權 

停止針對談判及投票的封鎖、實

彈軍演、飛彈威嚇、重大網攻與

立即動武最後通牒；經冷卻期後

啟動程序。 

脅迫停止並經共同查

核；台灣依法取得談判

授權。 

雙方開啟正式協商

與資訊公開。 

二、法

制建置 

五項法律工具依兩方法秩序分段

草擬、審議與批准，批准文件附

條件存放。 

中國修憲與基本法、台

灣修法與修憲、政治協

議複決及自治憲章程序

全部完成。 

任何一項未完成，

均不觸發主權或權

限移轉。 

三、生

效前保

障 

完成政治和解、法律延續、權利

基線、不常設駐軍、區域防衛及

等額履約委員會等最低保障。 

共同查核確認各項保障

可於生效日立即執行。 

台灣只進行可回復

的準備，不先移轉

最終主權。 

四、同

日生效

與過渡 

五項工具同日生效；國家代表權

歸一，中央保留事項與台灣自治

同步運作，防務、國際代表及協

力事項依里程碑轉換。 

各里程碑經等額履約委

員會查核達標。 

台灣分段移轉約定

權限；北京持續履

行自治、權利及國

際功能保障。 

五、長

期檢討 

依履約紀錄檢討後續整編，不預

設兩制必然消失；保障期屆滿不

代表自動駐軍。 

履約報告公開並獲雙方

共同確認。 

任何減損核心自治

的進一步整編，均

須啟動三把鑰匙。 

整體順序應是：北京先停止針對談判與投票的軍事脅迫，雙方依各自法秩序完成五項法律工具並

附條件存放；核心權利、法律延續、不常設駐軍、區域防衛與履約查核等最低保障經共同確認



後，統一與自治才在同一日期生效。生效日後，再依里程碑轉換國防聯絡、國際代表與協力事

項。必須坦承，主權安排一旦生效，不能靠暫停下一階段回復原狀；這正是關鍵中央義務必須前

置的理由。 

契約期限不是最後通牒 

《反分裂國家法》第七條明文承認兩岸協商可以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以靈活多樣；第八

條則列舉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情形，但沒有設定談判期限。本文主張共同議定期

限、里程碑、客觀完成標準、對待給付、改正期間及反拖延程序，是基於雙向可信承諾提出的新

設計，不是第八條直接規定的法律義務。「共同議定十年履約」與「十年內接受，否則動武」，仍

是契約期限與最後通牒的根本差別。 

履約委員會與違約處理 

雙方應設等額履約委員會與專業查核小組。重大違約發生時，先書面通知並給予六十至九十日改

正期；爭議未決前維持最後合法狀態，尚未完成的下一階段及相應對待給付自動暫停。外部專業

人士可受邀參與選舉、財政、軍事部署等技術查核，但不擔任兩岸主權關係的最終裁判。這套機

制的核心不是假設存在凌駕雙方的執行者，而是讓每一步可分割、可查核、可暫停。統一生效

後，暫停只及於尚未移轉或可逆的治理安排，不構成台灣單方面恢復分離地位。 

現實壓力測試：強制統一是否真比制度自我約束成本低 

尋找制度上限，不等於提出沒有邊界的願望清單。北京不可能接受兩岸作為兩個主權國家或邦聯

成員、台灣保留聯合國國家席位與正式邦交、外國駐軍與軍事同盟、獨立對外戰爭權或單方面退

出權；也難以接受由外國政府、聯合國或國際法院擔任最終政治保證人，更不可能讓台灣法院撤

銷全國人大決定。比較可談的落點，是把外部角色限於受邀技術查核，把台灣同意權限於直接減

損其核心自治的事項。 

反對高自治設計者常說，兩岸實力已變，北京沒有必要再作歷史上的讓步。實力確實改變議價範

圍，卻沒有解決可信承諾問題。美國國防部 2025年中國軍力報告評估，北京可能把戰爭門檻以下

的脅迫視為較低成本工具，但其成敗仍高度取決於台灣韌性、抵抗意志與外部支援；全面兩棲登

陸則是最複雜、風險最高的軍事行動之一。這不是斷言北京沒有能力重創台灣，而是說傷害能力

不能自動推出政治與治理結果。 

隔離、封鎖與逼談具有不同法律外觀與升級風險。CSIS把隔離描述為以海警、海事等執法力量選

擇性控制航運、要求商船接受北京管轄的灰色地帶行動；若要施加足以逼迫台灣接受終局政治條

件的痛苦，行動很可能越出灰色地帶，進入更公開的軍事封鎖。RAND也指出，隔離造成的快速

短缺會壓縮決策時間，增加美國及其他行為者採取直接行動的壓力。能迫使船公司避航，是營運

服從；能迫使台灣政府接受統一條件，才是戰略服從，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台灣的能源脆弱性不可低估。CSIS 2025年封鎖兵推在完全沒有海運補給的基準條件下，估計液化

天然氣、煤與石油庫存可能分別在約十日、七週與二十週耗盡；在五次允許參與者自由決策的推

演中，有兩次升至最高暴力層級。這些是特定模型條件與探索結果，不是可外推的「四成開戰機



率」。它們真正揭示的是，封鎖既能快速製造壓力，也具有使危機失控並升級為美中直接軍事衝突

的顯著風險。 

成本也不只落在台灣。CSIS依 2024年航運資料估算，台灣海峽一年承載逾 2.4兆美元貨物，約占

全球海運貨值 21％，其中近 1.3兆美元涉及中國本身貿易；這些是風險暴露，不是必然損失，卻

足以顯示長期中斷會反噬中國供應鏈、能源與沿海運輸。Rhodium在台灣對外貿易完全停止的嚴

格情境下，估計全球每年逾 2兆美元經濟活動面臨風險，且尚未計入制裁、軍事升級與二階效

應；這是年化經濟活動暴露，不是 GDP損失。Bloomberg Economics的約 10兆美元，則是對戰爭

首年全球 GDP衝擊的模型估算；其封鎖情境估計全球 GDP首年減少約 5％。兩者口徑不可混用。 

政治反作用更難線性預測。台灣調查研究顯示，對中國压力的感受增強，往往與支持藉美日平衡

中國的態度上升相關。美國不規則戰爭中心 2026年的比較研究則在條件式推演中指出，若中國以

軍事征服取得台灣，戰爭破壞與社會創傷可能助長暴力及非暴力抵抗，使占領更接近長期反叛

亂，而非順利同化；這不是機率預測。能封住港口，不等於取得政治認同；能摧毀抵抗能力，也

不等於消除抵抗意志。若統一只能依靠長期軍事管制、政治清洗與高壓維穩，它或許完成領土控

制，卻尚未完成制度統合。 

「兩制只是過渡」的坦白與代價 

若最終目標是改旗、駐軍、篩選候選人並改造教育，使台灣逐步走向一國一制（也是許多讀者的

主張），這套安排就應被誠實稱為「一國一制的過渡方案」。若此 台灣不可能以不可逆的主權與防

衛讓步，交換一項被預定取消的自治；北京也不能一面以「長期兩制」爭取同意，一面把取消兩

制當作既定終點。 

替代方案的最低檢驗標準 

否定前述任何條款當然可以，但替代方案也必須接受同一組檢驗：如何取得台灣多數人民同意；

如何降低外部介入與危機升級；如何控制戰爭、制裁、金融與供應鏈成本；如何在統一後恢復行

政、投資與社會合作；如何避免長期依靠軍事管制、政治清洗與高壓維穩。若答案只是「先統

一、以後再處理」或「不接受就動武」，那就不是更好的和平統一方案，而是承認改以力量完成併

吞。 

問題不在北京是否具備懲罰台灣的能力，而在這種能力能否以可控成本轉化為政治服從與長期治

理。公開資料不足以證明存在一條可隨時啟動、成本可控、政治結果可預測且能平穩治理的強制

統一路徑。紅線劃得更硬可以提高威懾，卻不必然使統一更近；刪除台灣的全部要求可以降低文

本複雜度，卻無法降低人民拒絕與統一後治理的複雜度與超級成本。真正的比較，是制度自我約

束的成本，是否低於戰爭、強制與長期不合作的總成本。 

結語：一國若是硬法，兩制也必須成為硬法 

經過讀者批評的洗禮，本文對初稿作出三項必要的制度修正：明確承認台灣自治權的法源在中國

憲法與全國人大授權，不能寫成台灣把原生主權權力讓渡中央；承認中央對國家安全與整體國防

負有最終責任，不能被台灣自治完全排除；補上台灣一方的反分離、反外國軍事介入、國安立法

與按期履約義務。但這三項修正不能倒推成另外三個結論：自治源自國家，所以中央可以隨時收



回；國家安全屬中央，所以一般政治異議皆可被國安化；大陸實力較強，所以台灣人民是否自由

同意已不重要。實力只能改變一方可以施加多少壓力，不能自動產生可信承諾，更不能把被迫服

從轉化為自由同意。 

這場壓力測試得到的，因此不是一張讓台灣在統一後保留一切的願望清單，也不是要求北京單方

面讓步的條件書。可持續方案必須同時回答「一國」與「兩制」的責任：台灣接受主權歸一，承

擔反分離、反外國軍事介入、國家安全立法與按期履約的義務；北京則把民主選舉、司法終審、

基本權利、財經人口制度與過渡期在地防衛，置於不能由中央單方結構性減損的高位法。前者防

止自治架空一國，後者防止主權取消兩制。若台灣拒絕一個中國架構下的反分離與反外國軍事義

務，那不是「統一」；若北京拒絕限制自己單方面減損民主、司法、權利與財經自治的能力，那也

不是「兩制」。 

在制度上，這意味一個主權、兩個法域；中央以憲法概括授權並封閉列舉保留事項；五項法律工

具依序批准、同日生效；核心條款須經全國人大、台灣立法機關與台灣居民三把鑰匙方可減損；

國家統一有共同生效日，治理與防務轉換則按里程碑雙向履行。它不是邦聯化，也不是把「港澳

模式」換一個名稱或所謂「台灣模式」。這套安排無法消滅所有風險，卻能把對善意的押注轉化為

可觀察、可暫停、可救濟、可追責的制度成本。 

真正的分水嶺，不在北京是否願意重複「高度自治」四個字，而在它是否願意接受一套限制自身

反悔能力的制度；也不只在台灣是否放棄分離選項，而在台灣是否願意承擔統一後的國家義務。

香港的兩制並非沒有《基本法》的硬法基礎：問題在於中央同時掌握修法、釋法、附件增列與例

外管轄，使自治保障的最終控制權仍不對稱。若台灣方案不能改變這種結構，一國雖是硬法，兩

制的硬法效力仍不完整，這樣的安排不可能取得台灣社會的長期信任。和平統一若要成立，必須

同時改變兩邊：台灣改變對主權歸屬的主張，北京改變行使主權的方式。 

同樣重要的是，和平不能只是統一完成後的承諾，而必須貫穿談判、批准與履約的全過程。沒有

可信承諾的統一不是真正的統合；沒有自由同意的和平不是真正和平，只是暫時降服。有實力證

明能懲罰台灣，不等於證明能完成和平統合；迫使一方簽字，也不等於取得兩千三百萬人的合

作。真正能避免戰爭、保障人民並保存差異的道路，只能是「以統合致和、以和成統」：先讓制度

承諾可信，政治選擇才可能成立；先證明一國願意在法律上保護兩制，台灣社會才有理由在政治

上討論一國。這是所有主張和平統一、武力統一或強制逼統的人，都不能迴避的關鍵問題。 

 


